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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本文利用 2015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

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

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 10%，基

尼系数下降 0. 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

40 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 40 分位数

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

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

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

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

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

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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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1 年 8 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指

出，共同富裕涵盖收入分配合理性、区域发展平衡性、行业发展协调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在经济层面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

九届三中全会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重大部署，提出

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 “中国

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

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具体表现，阻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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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 382 左右 ( Adelman 和 Sunding，1987) ，随着

经济发展，基尼系数持续攀升，至 2008 年达到高位，近年来一直在 0. 470 左右。不断扩大

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负面影响 ( 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 ，会导致

房价上升 ( 徐舒和陈珣，2016) 、消费不平等加剧 ( Alesina 和 Rodrik，1994) 、居民健康水

平下降 ( 周广肃等，2014; Deaton，2003)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增进民生福祉，是当前中

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
李实和朱梦冰 ( 2018) 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中，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

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府政策高度相关。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呈现缩

小的态势。这主要与当时农村的经济改革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村居民收

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

态势，并一直持续到 2008 年，此后，基尼系数有所下降。收入差距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

点。已有的研究从出口 ( 张川川，2015) 、互联网发展 ( 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 ) 、税费体

制改革 ( 陈斌开和李银银，2020) 、政府发展战略 ( 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 、城市化 ( 陆

铭和陈钊，2004; 郑冰岛和吴晓刚，2013 ) 、贸易开放 ( 郭策策和倪何永乐，2020 ) 、产业

结构变迁 ( 吴万宗等，2018) 、户籍制度 ( 万海远和李实，2013; 吴晓刚和张卓妮，2014) 、
教育 ( 杨娟等，2015 ) 、劳动力流动 ( 余泳泽和潘妍，2019 ) 、养老保险 ( 杨晶和邓悦，

2020; 纪园园等，2022) 等宏观和微观角度对收入差距进行了阐释。
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

金融”，普惠金融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2015 年底国务院颁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 2016 ～ 2020 年) 》，将普惠金融界定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为有金融服务

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充足、有效且适当的金融服务。近年来，普惠金融与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紧密联系，凸显其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
相较于传统金融，普惠金融更加强调享受金融服务的 “平等机会”，其目标是使那些被排斥

在金融体系之外的经济主体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务。
本文利用 2015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

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为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内生性处理，结果仍然保持稳健。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

收入 40 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 40 分位数以上

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探究发现，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

促进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了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显示，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
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

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

二、文献综述

本文致力于研究普惠金融能否促进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缩小，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从

以下几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首先，关于金融发展效应的文献。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

济增长 ( Levine，1997; Rajan 和 Zingales，1998; Levine 等，2000 ) 。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

最重要的变量之一，金融发展能否缩小收入差距同样是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感兴趣的研究主

题。不过，在学术界，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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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 发 展 的 深 度 来 看，金 融 发 展 意 味 着 为 那 些 已 经 使 用 过 金 融 服 务 的 “老 客

户”———通常为高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周全、便捷的服务。这促使高收入群体更加深入地

参与金融市场，促进其资产合理化配置，增加收入，从而拉大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 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 。Townsend 和 Ueda ( 2006) 使用 1976 ～ 1996 年泰国的数据

进行模拟发现，在金融体系开放不够自由、可及的情况下，仅有少数高收入群体能够受惠于

金融发展。在中国，金融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显著减少，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

的收入差距扩大 ( 叶志强等，2011) 。
从金融发展的广度来看，金融发展使得更大基数的人获得金融服务。对于金融服务的获

得，大量低收入群体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提升将增加这类群体的经济机

会，并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 Becker 和 Tomes，1979; Aghion 和 Bolton，1997 ) 。Galor 和

Moav ( 2004) 研究发现，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消除市场的不完善，缓解穷人面

临的流动性约束，从而缩小收入差距。金融的减贫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渠道，

Beck 等 ( 2007) 发现，金融发展可以缓解贫困问题，而贫困的减少将会缩小贫困家庭与非

贫困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 “U”形的关系。当金融发展跨过一定的门槛之后，收

入差距会缩小，而在此之前，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这是因为在金融发展的早期，

只有高收入人群才有能力进入更好的金融市场，并从中直接获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

平时，更多人才有机会进入金融市场。Greenwood 和 Jovanovic ( 1990) 以 “库兹涅茨假说”
为基础，首次构建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动态均衡模型，以刻画金融发展与收

入差距之间的倒“U”形关系。实证研究同样发现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倒 “U”影响

( 乔海曙和陈力，2009) 。
其次，有关普惠金融发展效应的文献。普惠金融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包容性增

长 ( 张勋等，2019) 。尹志超等 ( 2017) 在社区层面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

的影响，发现普惠金融缩小了收入差距。中国收入差距的重要体现形式为城乡收入差距，普

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带动经济增长，降低乡村地区金融排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Tureégano
和 Garcia-Herrero ( 2018) 发现，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对促进低收入家庭增

收以及中小企业信贷使用具有重要意义。Becker 和 Tomes ( 1979) 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增加

了弱势群体的经济机会，进而降低了相对收入的代际持续性。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减贫。普惠

金融强调享受金融服务的 “平等机会”，其目标是使那些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经济主体

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务。而金融发展更多强调的是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

业的高度化过程所带来的金融效率持续提高。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是否下沉至农村、农业户

口、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社会资本、贫困线以下等经济弱势群体家庭，是衡量普惠

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的重要着眼点。
最后，有关共同富裕的文献。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

容。因此，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将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关于共同富裕的文

献，数量较少，且大多为定性研究。刘培林等 ( 2021 ) 指出，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全体人民

共创共享日益美好的生活。具体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其中，经济内涵重点

强调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应当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形成贫富严重分化、阶层

固化的局面。李军鹏 ( 2021 ) 指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消除绝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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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现全体人民富裕; 三是兼顾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 四是缩小差距。其中，缩小差距涉

及区域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群体之间的差距。孙豪和曹肖烨 ( 2022 ) 认为，构

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和

保障。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在经济层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将推动

实现共同富裕。本文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

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

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为理解普惠金

融的作用和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二是结合中国家庭的现实背景，从创业、
非农就业的视角分析了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对普惠金融作用渠道的认

识。此外，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

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

惠性。三是通过分析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组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以及对家庭进入中高收入组

概率的影响，揭示了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缩小了中

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的社会，促进共同富裕。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 2015 ～ 2019 年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 。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该调查自 2011 年开始，

每两年进行一次，目前已经完成 5 轮数据的采集。2011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数据覆盖的范围逐步扩大，最新一期数据样本共覆盖除新疆、西藏以及港澳台外的 29
个省 ( 直辖市、自治区) 、345 个县 ( 区、市)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样本人口年龄

结构、城乡人口结构、性别结构等多个方面与国家统计局数据保持一致，是具有全国代

表性的微观数据 ( 甘犁等，2015 ) 。本文以 2015 ～ 2019 年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并对样

本做如下筛选: 仅保留户主年龄大于等于 18 岁且小于等于 75 岁的样本; 剔除受访家庭

小于等于 10 户的社区。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在各样本期间内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上

下 1% 缩尾处理。最终，本文获得了 2015 ～ 2019 年三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总计 3908
个社区样本。

( 二) 普惠金融指数构建

已有文献大多构建了国家层面或者省级层面等宏观普惠金融指数 ( Sarma，2008; Sarma
和 Pais，2011) ，而较少构建微观层面的社区和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参照尹志超和张栋浩

( 2020) ，基于普惠金融的基本服务，从存款、贷款、商业保险、信用卡以及数字金融服务

五个方面选取指标，该指标选取方法符合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 2016 ～ 2020 年) 》中

提出的普惠金融发展目标。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选取反映以上五个方面的 9 个

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表 1 中 Panel A 是社区层面普惠金融指数构成指标。本文还将从家

庭层面展开对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与社区层面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方法一

致，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表 1 中 Panel B 是家庭层面普惠金

融指数构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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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普惠金融指数构成指标说明

Panel A: 社区层面普惠金融指数构成指标说明

指标选取 指标定义

存款
社区内拥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家庭数量占比

社区平均每户家庭当年存款余额 ( 万元)

贷款
社区内获得正规银行贷款的家庭数量占比

社区平均每户家庭当年贷款余额 ( 万元)

商业保险
社区内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数量占比

社区平均每户家庭上年保费支出额 ( 万元)

信用卡
社区内持有信用卡的家庭数量占比

社区平均每户家庭信用透支额 ( 万元)

数字金融服务 社区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家庭数量占比

Panel B: 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构成指标说明

指标选取 指标定义

存款 家庭是否拥有存款账户

贷款 家庭是否拥有贷款

商业保险 家庭是否拥有商业保险

信用卡 家庭是否拥有信用卡

数字金融服务 家庭是否使用数字金融服务

注: 本文对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线性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范围在 ［0，100］。普惠金融指数取值每

增加 1，意味着指数上升 1%。

( 三)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普惠金融。本文使用 9 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在社区

层面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并对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范围为 ［0，100］。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收入差距。收入差距通常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

MLD 指数等度量。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 李强，1997; 金烨等，2011) ，借

鉴相关文献 ( 周广肃等，2014; 尹志超等，2017; 陈斌开和李银银，2020 ) ，本文以社区

( 村委会或居委会) 为单位计算基尼系数，衡量各地方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还以泰尔指

数和 MLD 指数度量收入差距，进行稳健性检验。
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借鉴尹志超等 ( 2019) ，本文主要控制了户主特征变

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全部变量的名称及定义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名称及定义方式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定义方式

被解释变量 收入差距

社区收入基尼 ( Gini) 系数

社区收入泰尔 ( Theil) 指数

社区收入对数偏差均值 ( MLD) 指数

解释变量 普惠金融
使用因子分析定义，因子包括: 存款、贷款、
商业保险、信用卡、数字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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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定义方式

工具变量 县级普惠金融指数均值
县级范围内本社区外其他社区普惠金融指数加

总求均值

机制变量
创业 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 ( 有 = 1; 无 = 0)

非农就业 家庭从事非农就业 ( 有 = 1; 无 = 0)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均值 社区内家庭户主年龄的均值

户主平均受教育程度 社区内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均值

平均不健康家庭成员比例 社区内家庭不健康成员比例的均值

户主婚姻状况均值 社区内家庭户主已婚比例

平均家庭规模 社区内家庭规模的均值

平均老人抚养比 社区内家庭老人抚养比的均值

平均未成年抚养比 社区内家庭未成年抚养比的均值

平均家庭财富对数 社区内家庭人均财富均值取对数

社区住房拥有率 社区有房家庭的比例

表 3 给出了本文主要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 0. 438，位于国际警

戒线 0. 400 以上，最大值达到了 0. 78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标准，中国的基尼

系数处于较高水平，贫富差距较大。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分别利用泰尔指数、MLD 指数

衡量社区层面收入差距。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基尼系数 3908 0. 438 0. 095 0. 155 0. 784

泰尔指数 3908 0. 365 0. 186 0. 041 1. 552

MLD 指数 3908 0. 458 0. 219 0. 043 1. 621

自变量 普惠金融 3908 39. 312 19. 633 0. 000 100. 000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均值 3908 53. 577 5. 288 28. 875 66. 900

户主婚姻状况均值 3908 0. 878 0. 087 0. 419 1. 000

户主平均受教育程度 3908 8. 937 2. 385 0. 000 18. 333

平均家庭规模 3908 3. 447 0. 800 1. 727 7. 611

平均未成年抚养比 3908 0. 106 0. 053 0. 000 0. 383

平均老人抚养比 3908 0. 194 0. 110 0. 000 0. 716

平均不健康家庭成员比例 3908 0. 168 0. 110 0. 000 0. 732

社区住房拥有率 3908 0. 923 0. 103 0. 091 1. 000

平均家庭财富对数 3908 11. 946 1. 234 － 8. 794 16. 877

( 四)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 Fixed Effects，FE) 来分析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

差距的影响，模型设定为:

Inequalityit = β0 + β1 × Financial_ Inclusionit + β2Xit + μi + λ t + ∊i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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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 ( 1) 中，i 代表社区; t 代表年份。Inequalityit 为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收入对数

偏差均值指数，代表收入差距，Financial_ Inclusionit表示普惠金融指数，β1 是本文的关注系

数，衡量了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Xit 代表控制标量。考虑到模型需要控制社区层面

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加入社区固定效应 μi ; 考虑到时间效应，加入时间固定效应 λ t ; 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

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仍然可能导致模型中 Financial_ Inclusionit变量的内生性，从而引起估计

结果的偏误。为此，本文选取工具变量 ( Instrument Variable，IV) ，进一步增强模型识别的

可靠性。工具变量在后文进行详细说明。

四、实证结果

( 一) 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表 4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户主和家庭特征变量，同时还

引入了社区和年份固定效应。第 ( 1) 列是基尼系数对普惠金融的回归结果，普惠金融的回

归系数为 － 0. 001，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泰尔指数对普惠金融的回归结

果，回归系数为 － 0. 001，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3) 列是 MLD 指数对普惠金融的

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 0. 002，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4 的三列结果一致表明，普

惠金融对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看，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 10%，基尼系数

下降 0. 01，泰尔指数下降 0. 01，MLD 指数下降 0. 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表 4 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FE

变量
( 1) ( 2) ( 3)

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MLD 指数

普惠金融
－ 0. 001＊＊＊

( 0. 000)

－ 0. 001＊＊＊

( 0. 000)

－ 0. 002＊＊＊

(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908 3908 3908

R2 值 0. 104 0. 096 0. 102

注: *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0%、5%、1% 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标准误为异方差稳健标

准误。

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内生性偏误主要由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

等问题引起。具体而言，一方面，除本文控制的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外，还

会存在其他不可观测或无法准确度量的变量影响收入差距，如环境、区域文化等因素; 另一

方面，收入差距越大的社区，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越低，普惠金融水平越低。因

此，本部分引入工具变量，缓解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问题。
一般而言，县域内其他社区的普惠金融水平与本社区的普惠金融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然而，县域内其他社区的普惠金融水平与本社区的收入差距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因此，本文

选用县域内其他社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本社区普惠金融指数的工具变量。
表 5 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第 ( 1 ) 列是基尼系数对普惠金融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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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 － 0. 002，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列是泰尔指数对普惠金

融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 － 0. 004，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3) 列是 MLD 指数对普

惠金融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 0. 007，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

10%，基尼系数下降 0. 02，泰尔指数下降 0. 04，MLD 指数下降 0. 07，具有显著的经济

意义。

表 5 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FE + IV

变量
( 1) ( 2) ( 3)

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MLD 指数

普惠金融
－ 0. 002＊＊＊

( 0. 001)

－ 0. 004＊＊＊

( 0. 002)

－ 0. 007＊＊＊

( 0. 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3840 3840 3840

R2 值 0. 114 0. 104 0. 095

注: 同表 4。

( 二) 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

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能够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与金融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本部分将检验普惠金融能否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实

现共同富裕。借鉴世界银行的使命 “促进共享繁荣，提高各国占人口 40% 的最贫困人群的

收入水平”，本部分引入虚拟变量“家庭人均收入高于 40 分位数”，研究普惠金融能否提升

家庭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概率; 并引入虚拟变量“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40 分位数”与普惠金

融指数的交乘项，研究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处于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增加收入。为了克服内生性

偏误，我们选用社区内其他家庭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表 6 报告了普惠金融对

家庭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影响。第 ( 1)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普惠金融的回归系

数为 0. 002，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普惠金融

的回归系数为 0. 003，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家庭进入中高收入

群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 10%，家庭

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增加 3. 0%。

表 6 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提升家庭进入中高收入群体的概率

高于家庭人均收入 40%分位数
( 1) ( 2)

FE FE + IV

普惠金融指数
0. 002＊＊＊

( 0. 000)

0. 003＊＊＊

(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67907 67905

R2 值 0. 184 0. 184

注: 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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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报告了普惠金融对处于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影响。第 ( 1)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的

估计结果，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16，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工具变量

回归的估计结果，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152，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普惠

金融对处于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

果，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 1%，人均收入 40 分位数以下家庭收入提升 1. 6%。

表 7 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1) ( 2)

FE FE + IV

普惠金融指数
0. 001

( 0. 001)

－ 0. 037＊＊＊

( 0. 007)

普惠金融指数 ×
人均收入 40 分位数以下

0. 016＊＊＊

( 0. 002)

0. 152＊＊＊

( 0. 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67907 67905
R2 值 0. 012 0. 046

注: 同表 4。

在全面脱贫之后，相对贫困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要保

障相对贫困的群体分享发展成果，跟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讨普惠金

融对相对贫困家庭的影响。鉴于世界银行将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 1 /3 的个体视为相对贫困

人口，本部分引入虚拟变量“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 1 /3”与普惠金融指数的交

乘项，研究普惠金融能否促进相对贫困家庭增加收入。为了克服内生性偏误，我们仍然选用

社区内其他家庭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表 8 报告了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第 ( 1)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

果，交乘项的估计系数为 0. 018，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工具变量回归的

估计结果，交乘项的估计系数 0. 166，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相

对贫困家庭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普惠金融指数每

上升 1%，相对贫困家庭收入提升 1. 8%。

表 8 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提高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1) ( 2)

FE FE + IV

普惠金融指数
0. 001*

( 0. 001)

－ 0. 037＊＊＊

( 0. 007)

普惠金融指数 ×
相对贫困家庭

0. 018＊＊＊

( 0. 002)

0. 166＊＊＊

( 0. 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67907 67905

R2 值 0. 009 0. 050

注: 同表 4。

711

2023 年第 1 期



五、机制探讨

接下来，本文将探讨普惠金融影响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一方面，普惠金融可

能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家庭收入。普惠金融推动了更多的金融基础设施搭建，从供给层面

更加充分地保证了信贷的渠道，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资金，有利于帮助家庭获得正规信贷，促

进创业，实现增收。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可能通过就业促进家庭增收。何宗樾和宋旭光
( 2020) 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对于家庭的增收效应

显著，非农就业意味着农业劳动力从传统的低收入农业部门流向了收入更高的现代部门。鉴

于此，本文从创业和非农就业两个角度探讨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发挥作用的机制。
( 一) 普惠金融促进家庭创业

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且普惠金融在低

收入人群中的增收效应更加显著这一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根据理论分析，信贷约束

阻碍创业活动 ( Evans 和 Leighton，1989) ，传统金融无法充分支持人们的创业活动，而普惠

金融发展则可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缓解资金约束等渠道来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而创业能

够增收，促进收入均等化，特别有助于低物质资本和低社会资本的家庭创业，从而促进中国

的包容性增长 ( 张勋等，2019) 。因此，普惠金融可通过以下途径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 普

惠金融促进家庭创业，实现增收，且这一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更加显著。
参照尹志超和郭沛瑶 ( 2021) ，中国家庭可以依据人均收入的中位数被划分为高收入家

庭和低收入家庭。本部分引入虚拟变量 “家庭为低收入家庭”与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乘项，

研究普惠金融能否提升低收入家庭创业的概率。为了克服内生性偏误，我们选取社区内其他

家庭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表 9 报告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第 ( 1)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

果，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003，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列是工具变量回归的

估计结果，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01，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相较于高收

入家庭，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而创业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 ( 尹志

超等，2019) ，实现收入均等化 ( 张勋等，2019) ，进而缩小中国家庭收入差距。

表 9 普惠金融对家庭创业的影响

家庭创业
( 1) ( 2)

FE FE + IV

普惠金融指数
0. 001＊＊＊

( 0. 000)

0. 003＊＊＊

( 0. 001)

普惠金融 × 低收入家庭
0. 0003*

( 0. 0002)

0. 001＊＊

( 0. 000)

低收入家庭
－ 0. 039＊＊＊

( 0. 005)

－ 0. 049＊＊＊

( 0. 010)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67907 67905

R2 值 0. 058 0. 055

注: 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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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普惠金融促进非农就业

接下来检验第二个可能的机制。就业是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非农就业对于增收的效应

更加显著。本部分以家庭成员中存在非农就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虚拟变量 “农村家庭”
与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乘项，研究普惠金融能否提升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概率。为了克服内生

性偏误，我们选取社区内其他家庭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表 10 报告了普惠金融对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第 ( 1) 列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01，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

结果，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05，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相较于城市家庭，

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概率，进而促进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这有利于缩

小农村家庭与城镇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表 10 普惠金融对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

家庭非农就业
( 1) ( 2)

FE FE + IV

普惠金融指数
0. 001＊＊＊

( 0. 000)

0. 003＊＊＊

( 0. 001)

普惠金融 × 农村家庭
0. 001＊＊＊

( 0. 000)

0. 005＊＊＊

(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67907 67905

R2 值 0. 289 0. 267

注: 同表 4。

六、进一步分析: 普惠金融的普惠性

普惠金融强调“普惠性”，普惠金融应当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便捷、安全、合理

的金融服务，尤其为经济弱势群体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这类弱势群体包括居住在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家庭、通过劳动力流动流向城市但仍然持有农业户口的家庭、低社会

资本家庭、低人力资本家庭、低物质资本家庭以及贫困线以下家庭等。下文从不同群体出

发，检验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能否缩小经济弱势群体家庭与非弱势群体家庭之间的收

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 一)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的影响

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当前的重要发展目标。关于普惠金融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结论。一方认为普惠金融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

大，因为金融体系“嫌贫爱富”的本质不会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会恶化低收入人群的

贫困状况。而另一方认为普惠金融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以家庭所在地理位置为标准，

根据城镇和乡村将样本家庭分为两组，进行分组检验，重点关注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的

影响。
表 11 汇报了考虑城乡异质性前提下，普惠金融对收入的不同影响。第 ( 1 ) 列是普惠

金融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11，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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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是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05，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 11 的两列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

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1. 1%，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0. 5%。以上分组估计系数已通过系数差异检验。综上，相比于城镇家庭，普惠金融更加显

著地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收入。这表明，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其普惠性，使之前被金融排斥在外

的农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提升其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表 11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1) ( 2)

农村 城镇

普惠金融指数
0. 011＊＊＊

( 0. 002)

0. 005＊＊＊

(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34184 68254

R2 值 0. 025 0. 061

注: 同表 4。

( 二) 普惠金融对农业户口家庭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务工已成为常态。通过流动从农村流向城

市，但是依然持有农业户口的群体未被纳入农村家庭样本。因此，仅仅考虑农村家庭样本并

不能将此类群体包含在内。本文根据户主户口类型将样本家庭分为农业户口家庭和非农业户

口家庭，探讨普惠金融是否帮助了农业户口家庭，提升其家庭人均收入。表 12 为估计结果，

第 ( 1) 列是普惠金融对农业户口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估计系数为 0. 009，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列是普惠金融对非农业户口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估计系

数为 0. 005，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12 的两列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农业户口家庭的

人均收入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农业户口家庭的人

均收入提升 0. 9%，非农业户口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0. 5%。以上分组估计系数已通过系数

差异检验。综上，我们发现，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家庭，普惠金融更加显著地增加了农业户口

家庭的收入。说明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其普惠性产生积极作用，提升农业户口家庭收入，缩小

农业户口家庭与非农业户口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享繁荣。

表 12 普惠金融对农业户口家庭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1) ( 2)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普惠金融指数
0. 009＊＊＊

( 0. 001)

0. 005＊＊＊

(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56603 35051

R2 值 0. 036 0. 056

注: 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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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普惠金融对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社会网络高度发达的国家。社会网络是家庭重要的禀赋之一，对家庭的经济

行为有重要影响。杨汝岱等 ( 2011) 基于 2009 年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专项入户数据，实证发

现，社会网络有利于促进民间借贷，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低社会网络家庭较难通过民间借

贷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限制其开展有利于增收的活动，进而扩大低社会网络家庭与高社会

网络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借鉴胡金焱和张博 ( 2014 ) 的做法，本文选取节假日和红白喜

事方面的现金和非现金收支总和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本文将样本分为高社会资本组和

低社会资本组，进行分组检验，重点关注普惠金融对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影响。
表 13 汇报了估计结果，第 ( 1 ) 列是普惠金融对低社会资本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回

归系数为 0. 009，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普惠金融对高社会资本家庭收入

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05，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13 的两列结果表明，普惠金

融对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0. 9%，高社会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0. 5%。以上

分组估计系数已通过系数差异检验。综上，我们发现，相比于高社会资本家庭，普惠金融更

加显著地增加了低社会资本家庭的收入。说明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其普惠性产生积极作用，促

进低社会资本家庭富裕水平提高，缩小低社会资本与高社会资本家庭之间收入差距，促进共

同富裕。

表 13 普惠金融对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1) ( 2)

低社会资本 高社会资本

普惠金融指数
0. 009＊＊＊

( 0. 002)

0. 005＊＊＊

(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52563 49875

R2 值 0. 036 0. 051

注: 同表 4。

( 四) 普惠金融对低人力资本家庭的影响

程名望等 ( 2015) 基于 2003 ～ 2010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作

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核心为人力资本，一般以基础受教育年限度量。本文基于劳动力人

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将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视为低人力资本家

庭; 将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上的家庭视为高人力资本家庭，进行分组检验，

重点关注普惠金融对低人力资本家庭的影响。
表 14 为估计结果，第 ( 1) 列是普惠金融对低人力资本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回归系

数为 0. 011，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普惠金融对高人力资本家庭收入的回

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06，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14 的两列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

低人力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

低人力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1. 1%，高人力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0. 6%。以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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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已通过系数差异检验。综上，我们发现，相比于高人力资本家庭，普惠金融更加显

著地增加了低人力资本家庭的收入。说明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其普惠性产生积极作用，促进低

人力资本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缩小低人力资本与高人力资本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有利于人民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表 14 普惠金融对低人力资本家庭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1) ( 2)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普惠金融指数
0. 011＊＊＊

( 0. 003)

0. 006＊＊＊

(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30269 72169

R2 值 0. 054 0. 058

注: 同表 4。

( 五) 普惠金融对低物质资本家庭的影响

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低，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受到较强的金融排斥。本

文试图探讨普惠金融是否帮助了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进而缩小与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

距。借鉴张勋等 ( 2019) ，本部分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进行分组，将样本家庭分为高物

质资本组和低物质资本组。本部分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组回归。
表 15 汇报了估计结果。第 ( 1 ) 列是普惠金融对低物质资本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回

归系数为 0. 006，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第 ( 2 ) 列是普惠金融对高物质资本家庭收入

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 0. 003，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 15 的两列结果表明，普惠金

融对低人力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

1%，低物质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0. 6%，高物质资本家庭的人均收入提升 0. 3%。以上

分组估计系数已通过系数差异检验。综上，我们发现，相比于高物质资本家庭，普惠金融更

加显著地增加了低物质资本家庭的收入。这说明，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其普惠性产生积极作

用，促进低物质资本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缩小低物质资本与高物质资本家庭之间收入差距，

有利于全体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表 15 普惠金融对低物质资本家庭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 1) ( 2)

低物质资本 高物质资本

普惠金融指数
0. 006＊＊＊

( 0. 002)

0. 003＊＊＊

(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51221 51217

R2 值 0. 006 0. 176

注: 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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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普惠金融对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影响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消费量划分了贫困线，将全球人口分为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世界

银行 2011 年基于购买力平价，将 1. 9 美元 /天界定为极端贫困线，而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人

均消费中位数确定的贫困线为 3. 1 美元 /天。鉴于世界银行将消费低于 3. 1 美元 /天的个体视

为相对贫困人口，本部分引入虚拟变量“家庭人均消费低于 3. 1 美元 /天”与普惠金融指数

的交乘项，研究普惠金融能否促进贫困线以下家庭增加收入。
表 16 报告了普惠金融对贫困线以下家庭收入的影响。交乘项估计系数为 0. 008，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其普惠性产生积极作用，促进贫困线以下

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缩小贫困线以下与贫困线以上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有利于全体人民共享

发展成果，共享繁荣。

表 16 普惠金融对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3. 1 美元贫困线

普惠金融指数
0. 006＊＊＊

( 0. 001)

普惠金融指数 × 贫困线以下
0. 008＊＊

( 0. 004)

贫困线以下
－ 0. 380＊＊＊

( 0. 066)

控制变量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样本量 102438

R2 值 0. 069

注: 同表 4。

七、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整体来看，贫富差距仍然过大，不利于实现

共同富裕。本文运用 2015 ～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和共

同富裕的影响。为了克服内生性产生的偏误，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

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本文发现: 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此外，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收入

40 分位数以下家庭、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显著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 40 分位数以上

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普惠金融通过两种机制影响收入差距。一方面，普惠金融通

过提升低收入家庭创业的概率，推动收入均等化，缩小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促

进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提升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普惠金融具有良好

的普惠性，表现为对农村、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

家庭具有更大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普惠金融

发展不充分是当前收入差距高企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

启示。一是继续加大普惠金融发展力度。提高农村、农业户口、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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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社会资本、贫困线以下等经济弱势群体家庭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水平。引导各类金融机构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从而减少金融排斥现象，满足各类家庭不断增长的

金融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普惠性。保证弱势群体家庭能够切实有效地从基础金融

服务中获益，最终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二是促进普惠金融支持创业，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创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为低

人力资本、低社会资本、低物质资本等弱势群体家庭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鼓励开展创

业活动并持续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利用金融资源不断疏解创业过程中的难点、痛点。
帮助弱势群体通过创业增加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三是完

善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带动非农就业。利用普惠金融资源，提升农村居民的劳动技能，为其

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对于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村居民，有针对性地开发普惠金融产品，

着眼于保险保障，使其能够安心、放心地工作。利用普惠金融积极支持农村劳动力有序流

动，为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就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更好发挥普

惠金融带动就业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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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Inclusion，Income Gap，and Common Prosperity
YIN Zhichao1 WEN Xiaomei2 LI Chuanzheng1

( 1. School of Finance，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 China Rong To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Group Company Limited)

Summary: In the early 1980s，China's Gini coefficient of income was at about 0. 3，which is
a low level． However，after 1984，the Gini coefficient of income increased，gradually reaching
0. 491 in 2008． In recent years，the Gini coefficient has hovered around 0. 47．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sustainable，balanced，and full development． Inclusive finance
breaks through the time-spac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emphasizes the fairness
and sharing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 concept，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s，continues
to provide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real economy，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more
vulnerable people can access formal financial services，reduce financial exclusion，and enable low-
income people to achieve income growth． Together，these help narrow the income gap．

This article uses the 2015 － 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 CHFS) data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income gap of Chinese households and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The study then considers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come gap of Chinese households．
Every 10%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reduces the Gini coefficient by 0. 023，which is
economically significant． The study also concluded that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income levels of families with incomes below the 40% quantile，and relatively poo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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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inclusion has also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that families will advance above the 40% income
quantile，which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involved shows that
inclusive finance has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low-income families engaging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has promot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or rural families． These outcomes have narrowed the
income gap．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levels of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ouseholds with low
social，human，and low mater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income for thos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This indicates that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good universal benefit．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provides new evidence to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income disparity; and reveal policy implications to inform the
adoptions of financial measur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s results show that inclusive fina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high
income gap．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ighlight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This include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ccess to formal financial services for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n
rural areas; for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for households with low human，material，and social
capital; and for families below the poverty line． This means guid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reduce the cost of financial services，reduce financial exclusion，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financial services from all kinds of families，and maximize the inclusive
nature of inclusive finance．

Second，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inclusive finance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hip，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ctively promoting“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can
help cre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better
financial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groups，such as families with low human，social，and material
capital to support their entrepreneurship． This should help vulnerable groups increase their income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thereby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hird，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policy system to promote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clusive finance can actively support the orderly flow of rural labor force，

provide a better policy environment for rural residents to engage i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crease the income of low-income people，and maxim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employment．

Keywords: Financial Inclusion;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Gap; Entrepreneurship;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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